
“合理”与“合情”：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实践逻辑

郭卫华

　　摘　要：基于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情理融通的精神逻辑，道德实践要获得着眼于解决实际伦理问题的

功效性，其本质展现为“合理”与“合情”的辩证统一：“合理”能够通过发挥伦之“理”的价值引导作用，使“情”克服

自身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而成为向善之情，为道德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合情”则能使道德实践扬弃伦之

“理”的抽象性和教条化，使“合理”能够在现实的伦理情境中获得实质性的内涵。 基于“合理”与“合情”的实践逻

辑及其辩证统一关系，二者共同开启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修己”与构建“人伦和谐”的实践智慧。 同

时，这两种实践智慧又透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形成相互贯通的整体性：“修己”的德性能力展现为激发人性的创造力

和超越性，为构建“人伦和谐”提供主体条件；而“人伦和谐”则为“修己”提供安身立命之所，是“修己”在“齐家”
“治国”“平天下”等道德实践中的外化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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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实践具体展开于现实世界的多重利益关系

中，并呈现为道德认知在理性、情感、意志等精神机

制的共同作用下转化为道德行为的知行合一过程。
道德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活动，是人的主体内在性和

客观外在性发生联系的中介，由此，在其具体展开过

程中兼具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双重属性。 所

谓改造主观世界，亦即道德实践活动经由道德理性

的引导和道德情感对道德意愿的强化，把人从自然

性的生命存在提升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生命存在，个
体成为道德主体，“道德主体是由道德所主宰的个

体，也是觉悟到自己的伦理本质或公共本质并且扬

弃自己的抽象个别性的个体” ［１］ ，道德实践过程便

成为个体的德性塑造过程。 所谓改造客观世界，道
德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活动，具有理想性，其在展开过

程中通过与外在客体联通获得现实性，其现实性的

表现就是，其理想性追求渗透到现实世界中的政治、
经济、文化、思想、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中，为实现人自

身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等之间关

系的和谐提供价值引导，从而将外在客观世界改造

成为符合人的需要的现实世界，“从人与世界的关

系看，人一方面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与理解这个世界，
另一方面又不断变革世界，使之合乎自身存在的需

要” ［２］２７２。 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双重属性，
构成道德实践的本质。 这一双重属性如何获得现实

性？ 对于重视情理交融的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

统而言，其遵循的实践逻辑为“合理”与“合情”。

一、“合理”：道德实践的
逻辑前提与依据

　 　 道德实践的本质是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有机

互动，其中，道德认知为道德行为提供是非善恶的判

断依据，而道德行为则使道德认知获得现实有效性。
因此，道德实践在具体展开中面临着理性化或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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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问题。 这里的“合理”之“合”不是道德主体被

动地服从“伦”之“理”，而是以追求和实现主体性自

由为鹄的的内外双重建构：内在建构主要集中于对

人的道德理性能力的培养；外在建构主要展现为在

追求人伦和谐中达成伦理共识，为改造外在客观世

界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指引。
向内的精神世界建构的前提就是培养人的道德

理性能力，即以理性的力量把人从自然情欲和主观

任意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个体超越现实世界建

构“应然”的精神世界或意义世界。 从道德形而上

的角度看，人既是现实世界的生命存在，受自身生物

本能以及外在客观世界的制约，“人创造环境，同
样，环境也创造人。 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

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
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

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

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
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

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

扰” ［３］１７２－１７３；同时，人又是具有意识的生命存在，
能够通过知与行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断超越

现实世界，追求和建构扬善弃恶的意义世界。 由此，
道德实践向内的精神世界建构的实效性就是通过发

挥道德理性能力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价值，其
动态表现就是德性的修持和发扬，其现实形态展现

为在个体中形成较为稳定的道德人格。
儒家的“仁且智”的道德人格追求典型地体现

了中国以“情”为主、情理交融的情理主义道德哲学

的实践逻辑。
儒家的“仁”德，作为一种全德，其发端是具有

自然性的血缘亲情，《论语·学而》中就有：“孝悌也

者，其为仁之本与。”但是，“孝”和“悌”还停留在家

庭私德的层面，而人的伦理身份既是家庭成员，又是

国家公民，并且个体作为国家公民的伦理普遍性要

高于作为家庭成员的伦理普遍性，因此，“仁”德要

突破家庭私德的局限获得更大的伦理普遍性，血缘

亲情还需要理性的融入。 当血缘亲情被纳入“仁”
的道德哲学体系中时，自然亲情经由理性的融入已

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情感，而是在“推己及人”的
理性自觉和理性引导中升华为突破自然血缘关系的

局限性而上升到宇宙高度的理性化情感。 由此，儒
家“仁”德因源于血缘亲情而具有了神圣性意义，是
家国天下得以维系的根本所在；同时，通过“推己及

人”对血缘亲情的理性化引导，“仁”德又具有了比

血缘亲情更大的伦理普遍性，一个拥有仁德的人不

仅要“爱亲”，更要“仁民” “爱物”。 “仁”发端于血

缘亲情，那么，“仁”是如何成为理性化的情感的呢？
与“仁”相辅相成的另一德性是“智”。 “智”是

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道德条目之一，也是儒家伦理

学的核心内容。 儒家对“智”的理解与“知”紧密相

关，但又有所区别。 在儒家看来，“智”不仅仅是知

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其内含的实践理性的本质，是
一种建立在人类经验基础上的道德智慧。 “智”是

与“仁”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融的人性之德，是对人

性之善的启蒙与自觉，经过“学”与“思”而发展成为

人的一种理性能力。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

惧。”（《论语·子罕》） “智”作为一种理性能力，其
哲学功能就是别异性，从而对人自身进行关系定位。
“智”是对事物进行正确理解和判断并能分辨是非

善恶的理性能力。
“仁”之情与“智”之理相交融：“智”能够指导

人在实践中根据“伦”之“理” “推己及人”，使“仁”
从“爱亲”向“仁民”和“爱物”推扩；而“仁”作为涵

盖人的生命的一切的全德，在“仁民”“爱物”的道德

实践中又能促生更加丰富并具有超越性的“智”。
由此，“仁且智”成为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所

追求的理想人格。
孔子确立了“仁”的全德地位，并初步形成了儒

家情理精神，也是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主

导方面。 而孟子则从人性角度建构儒家情理精神的

道德之根，使中国情理交融的道德哲学构建更加系

统化，其提出的“四心”说直接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

哲学传统奠定了人性前提。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有

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
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

之始然，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

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孙丑上》）情感在

“四心”中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需要“知皆扩而充

之矣”的理性引导，即对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

之心、是非之心要有理性自觉，还要有“智”的是非

善恶评价，更要有“扩”和“充”的意志行为，知、情、
意、行缺一不可，否则就会造成“自贼”和“贼其君”
的恶果。 具体体现为：个体层面，德性不能养成，即
“自贼”；家庭层面，则无道德能力赡养父母；国家和

社会层面，则无以“保四海”。 由此可以看到，人在

后天教化中虽然能够被激发人性的光明面，并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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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相处过程中产生关爱他人的向善情感，但是始

终需要有理性自觉，以觉醒“四端”，并落实到行为

中，即“扩”和“充”，才能帮助个体超越自然情欲和

主观任意性的束缚，提升精神境界，并形成稳定的道

德人格，为实现“事父母”“保四海”的人伦和谐提供

主体条件。 而个体则在“事父母” “保四海”的道德

实践中寻求到安身立命之所。 “尧的‘钦明文思安

安’‘允恭克让’，舜的‘濬哲文明，温恭允塞’都是德

的表征。 后来儒家继承此一重德的传统，把德的自

我修持看成人性的一种实现，此即为人性同时向外

的延伸与向上的提升，不但自觉地掌握了生命的精

神价值，也使人的生活有所寄，有所安。” ［４］２１９

道德实践中“合理”的向外敞开，就是以协调人

伦关系为鹄的的主体间深层沟通和交往而达成的伦

理共识。 此意义上的“合理”，就是处于同一伦理共

同体内的人们对价值原则、伦理道德规范的接受、认
同、遵循和践行。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以及社

会的有序进行离不开该共同体内各成员间形成一定

共识，这些共识需要不同个体克服彼此间的差异和

冲突，为形成能够改变世界的凝聚力提供具有伦理

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原则。 “共识作为自觉的

意识，总是渗入了对相关问题或对象的理性认识，正
是基于理性层面的把握和理解，不同的个体才能形

成对问题的某种一致的看法。 在伦理领域，这种理

性的认知同时又与价值的意识相互交融，与之相联

系，伦理共识既有理性层面的认知内涵，又有价值的

向度。” ［５］２７２那么，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是

如何超越个体差异而形成伦理共识从而为人的实践

活动提供具有伦理普遍性的道德规范的呢？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合理”的向外

敞开形成伦理共识的前提和基础，是以“性”为原

点、以理性自觉为精神动力逐步向外伸展的，最终实

现内在的身心之间、外在的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群体

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

间的包容共存、和谐相处，正是对人性的价值认同，
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沟通并达成共识提供了前提和

可能。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看来，人性既

具有抽象意义上的天道本源性，又具有现实化的后

天社会性，人能够通过对人性的社会化塑造、道德规

定、精神超越而成为一个克服自身自然情欲和主观

任意性束缚的有德的人，人能够以理性化的情感，诸
如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慈爱、佛家的慈悲等精神力量

穿透人内在的身心之间以及外在的个人与他人、人
与世界之间的隔阂，追寻和回答“我们如何在一起”

的终极追问，从而通过对共同善的追求达成伦理共

识。 “德性、道心、佛性的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三维

结构的特性在儒、道、佛三家所推崇的，既是现世的

伦理，又具有神圣的性质；既具有情感的特性，又是

理性的法则；既是客观的道德法则，又是自觉的内在

要求。” ［６］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

统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精神特质，其所追求的

伦理共识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具有开放性、包容

性，并且伦理共识发挥凝聚力的方式是基于人与人

之间的心意感通，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形成动态的

伦理准则，对伦理准则的接受、认同、遵守和践行是

基于道德主体间彼此的理性沟通、善意表达和同情

共感的包容，而不是基于冷酷的理性计算和个人利

益计较。 “原典儒学是礼乐论，是以亲子关系为主

轴构建合情合理、情理互渗的社会政治关系，从家

庭、氏族、部落、国家到天下，虽然有一定的理想化，
但和谐却是明确的总目标，强调人不只是社会理性

的、秩序制度的，同时也是人际情感的、心灵和同的。
‘公正’来自‘理’，‘和谐’出自‘情’，但无‘理’的规

范，‘情’也无从实现，此之谓‘合情合理’、‘通情达

理’。” ［７］１７６伦理共识作为共同体成员遵守的合理

化准则，无论对个体的道德修养还是对人伦秩序的

维护，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 因为伦理共识以

人性为前提，为人与人之间超越彼此的个性化经验

和个体价值选择进行沟通提供了可能。 同时，人作

为类的生命存在，为了生存并追求自由和超越，需要

建立和遵守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共识，因为“只有在

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
就是 说， 只 有 在 共 同 体 中 才 可 能 有 个 人 自

由” ［３］１９９。 由此，正是在伦理共识的价值引导中，
个体既能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又能在不断变化的

世界中，始终可以通过对道德的坚守，在为他人谋福

利的和平、繁荣、和谐的世界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合情”：道德实践获得
现实有效性的精神动力

　 　 “合理”的道德实践的意义在于对人的道德理

性能力的培养、伦理共识的形成以及为道德实践获

得实效性提供主体条件，但其对道德实践的作用还

停留于观念的形式，道德实践要真正获得改造主观

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实效性还需要“合情”。 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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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情”具有多种内涵：既
具有情实义，又具有情感义和情欲义。 “在本体论

的层面，‘情’所表示的首先是事物多样规定的真实

性，其中既涉及实在性，也关乎特殊性、差异性，在此

意义上， ‘ 情 ’ 更 多 地 与 存 在 的 真 实 情 境 相 联

系。” ［２］２５９与“合理”的抽象性相比，无论是“情”的
情实义，还是“情”的情欲义和情感义，都具有实质

性内涵，能够促使停留于观念层面的道德认知转化

为意欲行为，从而使道德实践获得实效性。
从“情”的情实义看，“合情”意味着合乎既定的

伦理情境。 道德实践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会落实于多

重利益关系中，并交织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价

值向度。 “伦理现象总是与其他的社会现象浑然一

体、无法分离的。 伦理与法律、政治一样，是主体从

文化属性与文化功能的角度在主观思辨中进行的抽

象。 虽然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客观的伦理关系、伦
理生活，但这些关系与生活都是内在于整个社会关

系与社会生活中的，脱离了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

有机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生活就会丧失其真实性与现

实性。” ［８］正因为如此，抽象的伦理原则、规范在现

实中如何呈现才能发挥伦理道德的文明功能，追求

建立一个“我们在一起”的美好世界。 这就需要“合
情”的道德智慧，即抽象的伦理原则规范在道德实

践中的落实需要考虑特定的伦理情境，这也是“合
情”这一实践逻辑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合情”的这

一实践逻辑的集中表达就是经权之辩。 “经”意指

不可打破的道德真理、原则和规范，“权”意指面对

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境如何使“经”获得有效性的呈

现。 如在《孟子》一书中对“嫂溺援之以手”的讨论

就涉及抽象的伦理原则在现实情境中如何呈现的

“合情”问题。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
溺不援，是豺狼也。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

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对男女关系保

持高度警惕的儒家伦理而言，“男女授受不亲”是应

当遵循的“礼”之原则规范，但是“礼”又不是僵死的

教条，而是应当从特定的伦理情境出发体现“礼”的
根本道德精神，正所谓“礼因人情”。 “中国传统虽

也强调‘理’，但认为‘理’由‘情’（人情）生，‘理’是
‘情’ 的 外 在 形 式， 这 就 是 ‘ 称 情 而 节 文 ’ 的

‘礼’。” ［７］１０５“礼”作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

中伦理规范的集中表达，其作用的发挥必须合宜、适
宜。 这里的合宜、适宜就是指符合特定的伦理情境，

而特定的伦理情境意味着低层次的道德原则要服从

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

“礼”，否则，不仅与“礼”的伦理教化本质背道而驰，
而且也与“仁”德相悖。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只
有“礼”之“理”合于“情”，才会避免成为“豺狼”的
道德风险，才能真正使“礼”和“仁”等道德原则规范

在实践中获得实效性。
从“情”的情欲义和情感义来看，“合情”还意味

着合于人性人情之需，其追求的实效性在于既能保

证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同时又能通过伦理道

德的教化作用，将人的自然情感升华为道德情感。
从人的本质来看，人具有向善性和可塑性，能够通过

后天伦理教化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 “传统伦

理的人性设计，一方面给人以成圣成贤的希望与可

能，另一方面又为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留下地盘。
而在这样的设定下，道德教育的任务，就是使内在的

道德可能成为道德现实；道德修养和使命就是知性

尽性。” ［９］１７３ 但在现实性上，人又是具体的、现实

的，人不仅具有自然欲求，而且在追求自然欲求的满

足或追寻生命、生活的价值意义时存在个体差异，抽
象的伦理准则在道德实践中要获得实质性意义，就
必须合乎人性人情的真实需求和尊重个体间的差

异。 因此，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看来，合于

人性人情之需的“合情”，一方面，肯定个体生命存

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

前提。 孟子“仁政”思想中的“治民以恒产”、道家提

出的以“贵生”为价值导向的慈爱精神、佛家倡导的

具有更大超越性的“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都体现

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对个体生命存在的肯

定与对人的尊严的尊重。 另一方面，从人的社会属

性和精神追求来看，保存生命只是“合情”的基本方

面，“合情”更根本的意义是实现人的情感需求的满

足、净化和升华，并重视发挥向善情感在超越个体差

异、提升精神境界、构建人伦和谐方面所具有的独特

意义和价值。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根本特征之一就

是认为人性是情理合一的，并且情感占据主导地位。
所谓情感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中国情理主义

道德哲学认为人只是情感的生命存在，而是认为情

感特别是向善的道德情感对人的生命、生活具有实

质性意义。 人自身身心关系的协调、精神境界的提

升始终以向善情感的激发为标识，同时人伦和谐关

系的建构、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都离不开向善情感

对道德实践获得实效性的支持。 中国传统伦理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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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就是因为通过礼乐教化，人
的自然情感在道德理性的引导中能够被净化并升华

为向上向善的道德情感。 向上向善的道德情感对道

德实践的意义在于：道德主体能够在道德情感支持

下对感受对象进行价值关切，强化道德主体基于道

德理性判断的想法，为下一步的道德行动做出准备，
并有助于克服意志软弱。 在道德实践的现实演绎

中，道德理性的认知即“应当做什么”往往会遭遇到

诸多现实的干扰，比如，当面临苟且偷生还是舍生取

义的道德考验时应如何选择？ 这里不仅需要道德理

性做出是非、善恶判断，更需要道德情感强化“舍生

取义”的意愿，使道德理性判断转化为意欲行为。
再如，孟子提出的“孺子入井”这一道德案例，也体

现了道德情感在道德实践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

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

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

也。”（《孟子·公孙丑上》）面对孺子即将入井的危

险时刻，人能挺身而出救孺子于危难之中的道德行

为并非出于“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

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等纯粹的理性谋划、
计较或个人好恶，而是出于人“皆有恻隐之心”的价

值关切和情感对理性判断和意欲的强化。 道德情感

的这种价值关切使道德实践直接获得价值实效性，
“合理”的抽象性在“合情”价值关切的当下性、具体

性中而获得实质性意义。

三、“合理”与“合情”有机统一的
道德实践智慧

　 　 如前所述，“合理”基于人的类本性，使道德实

践活动符合具有伦理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

范；“合情”基于人的现实需求和现实环境，致力于

使道德实践活动获得实效性。 “合理”意味着由特

殊走向普遍，“合情”意味着普遍向特殊的具体化、
现实化，二者有机统一形成道德实践智慧。 道德实

践智慧以“向善”的观念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人

的实践活动，既包含了人对抽象道德原则规范的理

性认知和内化，又包含了人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的情

感体验和经验积累，并融合为人的现实能力，即“修
己”（追求个体至善）的德性能力和构建“人伦和谐”
（追求社会至善）的伦理能力。 这两种能力不是彼

此隔绝，而是相互贯通、相互支持。 在中国情理主义

道德哲学传统中，“修己”与构建“人伦和谐”正是在

“合情”“合理”的辩证统一中形成相互贯通的整体

性：透过道德实践，“修己”能够激发人性的创造力

和超越性，以促进“人伦和谐”，从一定意义上说，
“人伦和谐”则是“修己”的一种实现，是内在人性的

外化超越。 “修己”和“人伦和谐”一体贯通决定了

社会和个人品质的提升或下降，若要促进一个社会

向真、善、美的高品质发展，“修己”与“人伦和谐”就
必须双向推进。 “如果一个文化重视功利与物质，
一个社会充满偏见，一个国家用心于暴力或一个制

度掩盖着或保障着不平与不义，人性的善也很难不

变得脆弱可欺。” ［４］３２０ “良好的社会往往是个人的

善的积累，如果没有个人的善和理性作基础，社会又

如何能开创其良好的制度并继续改善之。 因之，良
好社会的维持仍必须是以善为其基础的。 如果没有

这个善，再好的制度也可以逐渐衰退腐败以至完全

堕落。” ［４］３２１

“修己”为构建“人伦和谐”提供内在主体条件。
伦理关系虽然在现实形态上表现为父子、夫妇、兄
弟、朋友以及个人与社群和国家、人与世界、人与自

然的关系，具有客观性，但是伦理关系与其他社会关

系诸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

最根本的不同是：人在维系人伦关系中要回到自我

本身，需要面对一个本真的自我，这种本真的自我不

是被外在客观关系所规定的自我，而是一个能够展

现主体性自由的自我。 这种主体性自由的实现前提

是人需要认识和反思自己在人类基本关系中自己所

处的位置，并在主动维系人伦关系、构建和谐人伦关

系中感知到自己是一个有理性、有情感、能够正面关

怀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人。 正如《传习录》中所

言：“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
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
不假外求。” ［１０］这里的“自然”正是彰显人的主体性

自由，而且唯有出于主体性自由而维系的社会关系，
才被赋予道德价值。 所以，“人伦和谐”作为中国情

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致力追求的价值目标，其实现

始终无法离开“修己”这一德性能力的支持。 如何

“修己”？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天—命—
性—情—道”的本体构建中，“修己”的本体根据就

是发扬源于“天命”的善性。 当然，人作为具有自然

属性和意志自由的生命存在，原始善性的发扬会受

到自然情欲的干扰和外在客观世界的限制，并且人

的自然情欲与人的意志自由裹挟在一起又会生成贪

欲，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认为贪欲是人朝

向道德发展的最大阻碍，因为贪欲本身会使人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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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私欲中，使个体陷落到与他人、社会、国家、世界

的对立与隔绝中，使人失去道德主体性自由。 因此，
“修己”在继承天命之性的本体基础上，以破除贪欲

为起点，在变革自我与变革世界的实践过程中，使自

身回到自由并具有创造力的生命状态：在变革自我

方面，这种创造力体现为不断突破自我的局限，自强

不息，刚毅坚卓，德性修养和精神境界不断获得提

升；在变革世界方面，这种创造力能够赋予个体以

“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博大胸怀来努力追求构建一

个和谐的世界。 正如《周易》所言：“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根据情理主义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基本精

神，“修己” 的逻辑起点是使“好恶之情” 归于正。
“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乐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

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

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
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大
学》）“正心”就是要使人的好恶之情和情绪情感表

达趋于合理性，其目的是个体应当成为具有主体性

自由的生命存在，觉悟到自己作为人所拥有的人性

创造力和超越性，觉悟到自己的伦理本质和公共本

性，这种觉悟实为人的理性能力。 这种理性能力能

够使人自觉地意识到并致力于在处理人伦关系时避

免情感上的偏颇。 “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

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者，天下鲜矣。”（《大学》）由此，“修己”的实践智慧

呈现为“合理”与“合情”相融相通的过程。
第一，“修己”是一个在人的意识和思想内部进

行的过程，即“正心”“诚意”。 其需要道德理性的引

导，超越自然情欲的束缚。 “生命秩序的建立，就是

以道德的生命引导、规范生物性的生命，使生物性的

生命表现与生命追求符合人价值的目的与道德规

范，从而在个体生命中建立某种秩序，使生命表现与

生命追求具有价值合理性。” ［９］１９３同时，“修己”过

程又与对外在事物的观察和情感体验密不可分。
“修己”在合理化过程（符合道德原则规范的要求）
中，始终离不开“合情”的当下性和切近性的支持。
抽象的道德原则要发挥其对现实生活的价值引导意

义，在落实过程中只有符合人性人情之需，才会成为

人的真正需要，个体才会经由道德原则的价值引导

转化为道德主体，进而抽象的道德原则在道德实践

中才会真正内化为个体的德性修养。

第二，“修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在复

杂利益环境中永不停息的道德修养过程。 “修己”
需要在不同的伦理情境下，面对不同的伦理关系、不
同的伦理责任不断自我更新，正如在《大学》的“格
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

“八条目”中，每一环节的推进都是一次回归生命自

由的自我更新和展现生命创生力的过程，并且这一

过程也是磨炼道德意志、道德实践走向合理化的过

程。 当然，这一合理化过程始终需要“合情”的支

持，“合情”为“合理”提供内在担保，通过道德情感

强化道德意志，以人性的创生力和超越性挣脱“是”
的客观限制，不断走向“应当”的价值关切。

第三，“修己”也是改变自我（德性修养）和改变

世界（构建“人伦和谐”）相连接的过程。 以“情”为
主、情理合一的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极力发

挥“情”的合同功能，正是基于“情”的合同功能，道
德主体才会被激发出强大的人性创造力，将自己与

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乃至与天地发生紧密的联系，
并以价值关切的方式追求“人伦和谐”，在道德实践

中意识到自我的“天命”、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并领悟“道”本身。 “道”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

视域下，既是静态的最高道德原则，同时也是一种无

穷无尽的力量和能力，这种力量和能力彰显的是人

作为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中既改造自身又改造外在

客观世界。
“修己”不仅呈现为道德主体内在精神世界的

丰盈，其更为实质性的意义是实现内在人性的外化

超越，也就是说，使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获

得价值和意义。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视域

下，“修己”外化超越的伦理目标便是“人伦和谐”。
“人伦和谐”本质上是道德主体通过道德实践发挥

人性的创造力和超越性作用于客观的人伦关系，从
而实现身心之间、人我之间、家庭成员之间、个体与

国家、国家与国家、人与宇宙之间的和谐共生。 如前

所述，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 “天—命—
性—情—道—教”的本体逻辑中，“修己”的本体根

据是“天命之谓性”，并透过“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人

性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内在人性与外在之命相生相

济。 “在中国古代文化与哲学思想中，不仅整个宇

宙由其中万物的感通摄受而形成理事交融、虚实相

涵、质力相摄、时空统一、理象数合一、万物相互感通

以归中和之生生不已、饱含价值、和谐交融的生化历

程，而且人类生命存在在人与人、人与万物的接应感

通中实现了心性情统贯、知神气圆融、性理直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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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归于中和的内在和谐。 在宇宙这一至大的生化历

程中，心灵和谐、生命和谐与自然和谐交融互摄，便
形成道家所谓‘和光同尘’、儒家所谓‘民胞吾与’的
太和世界。” ［１１］ “修己”在道德实践中带来的实效性

就是和合同异与和谐化生，其展现在外在客观人伦

关系中就是“人伦和谐”。 由此，追求和构建“人伦

和谐”作为“修己”的外化超越，实为个体的“人”在
精神世界所达到对“伦”之“理”的领悟水平和境界

以及在世俗世界协调人伦关系的能力和状态。
那么，如何发挥“修己”的道德力量构建“人伦

和谐”？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立足于“合理”
与“合情”的辩证统一关系，“修己”外化超越的道德

实践智慧和伦理能力便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之间的逻辑贯通，其逻辑贯通的内在机制为血缘智

慧化育的情理精神。
“齐家”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逻辑贯通的

起点。 对于与中国血缘文化相适应、与中国由家及

国、家国一体社会结构相匹配的中国情理主义精神

而言，“家庭”不仅是人性外化超越的起点，而且也

是激发人性向善的策源地。 “在任何文化传统中，
家庭都是自然的伦理实体，是伦理的直接存在形态，
‘齐家’的哲学真义是如何使在家庭或家庭伦理关

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成员安伦尽份，克尽自己的道

德本务，惟齐非齐，从而使家成为一个伦理性的实

体，‘齐’即实体的中国化表达。” ［１］ 中国情理主义

道德哲学传统中“齐家”的实践智慧不仅是个体安

身立命的生命根源，更是个体获得伦理能力的根基

与源泉。 “‘家’在中国文明中的上述地位，立足于

作为实体的家已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之源的

事实。 今天，若戴着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眼镜来

打量‘家’，视其为纯粹的权利、利益和权力关系的

受体，而忘却其在生活和历史中形成的作为情感和

生命意义的承载，甚而忘却其作为现代人之丰富的

情感需求（爱情、亲情以及依赖性）的港湾，我们就

很难深入把握中国人的日常情感和伦理结构，也难

以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共情的研究。” ［１２］

如何“齐”呢？ 形成和发展于中国血缘文化背

景下的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在构建家庭和谐

中形成血缘智慧，以对家人进行正面价值关照的血

缘亲情作为“齐家”的精神动力。 “齐家”在中国文

化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它既体现着个体的修

养，又对维系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发展起着基础性

作用。 “齐家”本身展现的就是一种情理交融的实

践智慧。 “齐”首先体现的是一种理性能力。 “齐”

的前提是由血缘亲疏之别而呈现出的自然的差异秩

序，“齐”以差异性为本，然后对这种现实的差异进

行合理化的秩序规划，如孔子提出的“父父子子君

君臣臣”，孟子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

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儒

家建构的“五伦”秩序实际上就是对客观的人与人

之间关系进行的一种理性谋划，个体遵循人伦之

“理”的道德认知、道德修养和道德行为展现的就是

人的理性能力。 因此，“齐家”之“齐”即为“合理”。
除“合理”之外，“齐家”更要“合情”。 在中国情理

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实践智慧中，“齐家”获得现实

有效性的精神动力源泉是血缘亲情，即以血缘亲情

协调人伦关系，家庭成员之间要相亲相爱，相互尊重

和宽容。 “对私人领域、私人空间的保护，是最大的

公正。 合情合理的法才是良法。 孔孟之道是全面

的，不仅倡导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的价

值体系，严辨人禽、公私、义利之别，强调公正廉洁与

人格操守，而且主张区分门内、门外，在门外公共领

域中，义德高于恩亲，在门内私人领域中，恩亲高于

义德，而在一定意义上也主张‘大义灭亲’。” ［１３］

“合理”与“合情”有机统一所形成的血缘智慧

孕育的情理精神，不仅使血缘情感获得了向善的道

德品质，而且当血缘智慧扩展到“国家”和“天下”的
实践场域中时又为形成“治国”的伦理凝聚力和“平
天下”的伦理兼容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在人类精神文明中，“国”和“天下”比“家”具

有更大的伦理普遍性。 如何使道德主体能够超越

“家”之私德，使人的向善本性获得更大伦理普遍性

的外化超越？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继续发挥

血缘智慧的文明功能，在“治国”层面，移孝做忠，个
人与国家之间不再是冷冰冰的政治关系，而是被赋

予具有伦理温度的情感联结。 “中华‘国家’文明如

何建构？ 在文明转型中，它经历了由‘家国’到‘国
家’的转换过程，在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中，‘国家’
与‘家国’两种意识始终同时存在。 经过这次转型，
原始社会已经进入以‘国’为标志的文明社会，于是

在理性认知与现实形态中是‘国家’；但由于它选择

和奠基的是‘由家及国’、以家为根基和范型的文明

形态， 因 而 在 情 感 认 同 和 文 化 理 想 中 是 ‘ 家

国’。” ［１４］于是，“家”与“国”之间没有截然对立的

悲壮色彩，而是处于价值共同体中。 个体对国家的

贡献是“保家”和“卫国”的价值和解，即使在“忠孝

不能两全”的极端情况下，选择“忠”不仅是对国家

履行应尽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同时也具有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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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祖、传承家风的家庭价值。
“天下”概念与家庭、国家相比虽然更具抽象意

义，但是其文化意义和伦理关怀色彩更为浓厚。 在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道德实践场域中，
“天下一家”的人文智慧极具精神感召力，“四海之

内皆兄弟”的伦理宣言与“治国”相比，具有超越政

治意义的人文价值。 “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本身

就是血缘智慧在“天下”这一伦理场域中的人文演

绎。 在中国文化中，“天下”概念早已超越国家、民
族等概念的政治局限性，而是立足于对人心与人性

的深度理解以及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整体理解

与透视，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情感推扩方式打破家庭与家庭、国家与国家、民
族与民族之间的彼此隔绝，以人性向善之策源地的

血缘情理为精神感召力，同时又立足于超越家庭私

德的天下格局，致力于建立一个充满人文关怀与道

德智慧的人类社会。

参考文献

［１］樊浩．伦理道德，如何才是发展［Ｊ］ ．道德与文明，２０１７（４）：５－２２．

［２］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２０１３．
［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成中英．伦理与美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５］杨国荣．论伦理共识［Ｊ］ ．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９（２）：３０－３５．
［６］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４９．
［７］李泽厚．人类历史本体论：上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８］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３．
［９］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１０］王晓昕．传习录译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３１．
［１１］李明．融通的智慧：唐君毅论中国哲学的中和人心观［ Ｊ］ ．陕西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６）：１１－１８．
［１２］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 Ｊ］ ．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２０（１１）：１７２－１９１．
［１３］郭齐勇．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８：７１．
［１４］樊浩．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Ｊ］ ．道德与文明，２０１７

（４）：５－２３．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Ｑｉｎｇ－Ｌｉ

Ｇｕｏ Ｗｅｉｈｕ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ｉｎｇ－Ｌｉ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Ｑｉｎｇ－Ｌｉ，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ｌ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ｏｆ “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ａｎ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ｉ”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
ｄｉｎｇ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ｍｏ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 ｃａｎ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ｍ ｏｆ “Ｌｉ”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ｈａ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ｍｏ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ｗｈｏｌ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ｈｕ⁃
ｍａ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ｗｈｉｌ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ｐｌａｃｅ ｆｏｒ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ｔ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ａｎｄ ｌｉｖｅ，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 ｐａｃ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ｏ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Ｑｉｎｇ－Ｌｉ；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ｙ

责任编辑：思　 齐

０１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１ 期


